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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

——西方法学思潮与中国法学
简  报 

2007年 7 月 14 日


7月14日，中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永盛教授、上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史德保先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以及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吴玉章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开幕式由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梁晓俭教授主持。

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西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知名法学家围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不同的法律文化是否具有优劣之分、西方法律思想史与其它法学学科的关系、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和谐社会观等不同主题展开了论述与评议。

下午，与会专家又在各分会场进行了分组讨论。分组讨论的主题分别是：西方法学思想与中国法制建设、西方法学家研究、法经济学与法学方法论研究。 

7月15日上午，大会首先请各分会场主持人做分组讨论的总结，之后请上海市法学会会长沈国明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会长吴玉章做总结发言。闭幕式由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主持。

上午  大会专题报告

郭道晖（原《中国法学》主编）：马克思法学在中国的命运

目前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但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应当进一步明确。一批中青年学者认为，学术缺乏创新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结果，而一些人则认为，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自1991年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遭受世界性的责难，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还剩下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并不能因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而被否定，应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改革开放30年来，法学有很大进步，但还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那是因为有些人假借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异化，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潮影响了对马克思的理解。建国以来，法学发展迅速，学术应当具有更大的独立空间，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学术无禁区”应发扬，应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从而实现马克思法学的现代化。

徐爱国（北京大学）：以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法学的N个理由

从法律史、法理学和应用法学三个方面分析为何要用西方法律思想史来改造中国法学。首先，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法律思维模式相比，较为简单。因此，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看法、方法论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有很大作用。其次，从法理学来看，现今中国的法理学主要可分为两派，主流派和新潮派。主流派比较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为政治提供武器，将学术问题转为政治问题，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新潮派一部分走的是欧洲大陆黑格尔、康德等古典哲学的路线，法学是哲学的分支，这会导致法理学的发展偏离法学。另一部分研究现实问题，探讨法律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关系，如此下去将会导致法学院的消失。最后，从应用法学来看，应用法学缺乏理论。

谷春德（中国人民大学）：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和谐社会观

和谐社会作为社会状态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与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物保持的一种状态。狭义的和谐社会是社会层面本身各种因素、环节之间的协调。和谐社会是指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是一种理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实践。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追求的是不同的和谐世界观与和谐社会观。

1、古希腊的奴隶主义和谐社会观。主要有赫拉克里特的自然和谐社会观，柏拉图正义和谐社会观和亚里斯多德的中庸和谐社会观。

2、中世纪欧洲倡导的封建主义和谐社会观。主要有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和谐社会观，阿奎那的神权和谐社会观和路德、加尔文的新教和谐社会观。

3、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观。主要有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和谐社会观，卢梭的平等和谐社会观，康德的和平和谐社会观和黑格尔的理性和谐社会观。

这些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  评议人）

郭老和徐教授都谈到一个问题：谁为中国法学买单。他们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参考了被预设为“先进”的西方法学，中国法学是落后的。郭老分析落后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曲解。我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科技的落后，而是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和想像力。

关于徐教授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分清楚中国与西方之间是差距还是差别。关注改造还不如关注方式重要。我对于用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持悲观态度，例如，不能用西方的权利义务观来解释中国古老的法律，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套用中国法学。

和谐社会观是用中国法律概念解说西方法律思想，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张中秋（中国政法大学）：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的交流

20年前就有兴趣关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要对话必须寻求两者的联系，并进而转向探索中西法文化会通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应当回溯到中西法文化的起点，即从人的角度探讨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点，身心关系是人类共同关注的。

文明有先进、后进之分，而文化则无优劣之分。中西方文化是相通的，均主张“心主身从”。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表现为“阳主阴从”，在政治法律观上的表现就是德主刑辅。心身关系在西方的对应概念是精神对物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则是理性对非理性。

总之，中西法律文化的交流是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心”偏向道德，西方的“心”偏向理性，这是暂时无法协调的。

严存生（西北政法大学）

在中国法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关系上，中国法学是西方法学的中国版，并没有真正的中国法学。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引进西方法学来取代中国传统法学的历史。

西方法律思潮流派种类很多，对中国均有影响，但在中国最后被吸纳、占据主流的是实证分析法学。民国以来，中国法学只有立法而无法治。

中国法学还处在初建阶段，西方法学引进中国，却未在在中国落根，融入中国法学，应当认真研究西方法学流派多样性的基础。

总之，片面引进分析法学来建构中国法学是不够的，作为中国法学的标志，应该是有一批被西方承认为“法学家”的法学学者。

刘旺洪（南京师范大学  评议人）

张中秋教授抓住人的基本原理，即身心关系、心理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点明了研究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学是人学”，仅指出了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这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原理”的不同方面形成不同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张中秋教授对心身关系的理解是深刻的，但这种关系在中西方的生存机制和变化轨迹是不同的，逻辑上是否自洽、周延还值得考虑。

人类不同法律文化研究、比较的基础还须探讨。严教授认为不能用西方法律的概念谈论中国法学，但是其依据还有待考证。在对于马克思这一经典作家的理解上，能否回到马克思，应不应该回到马克思，值得关注。中国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异化，还能否回到传统社会？

总之，我们要建立的法学首先是现代的法学，其次是民族特色法学。能够解决当代中国法律问题，提升中国法学，才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梁晓俭（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主持人）

梁晓俭教授认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过西方的分析法学，最多有实证法学、实用主义法学的研究和相关实践。分析法学有实证的成分，但它更注重的是严密的体系建构、理论对对实际的规范和逻辑论证，注重的是概念的准确性和法学自有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至于有没有“中国法学”这个称谓，是不是法学应该像物理、数学那样不分国别，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她个人认为，虽然法律制度、法学思想具有一些共通性，但它们毕竟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法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就使得法学不同于物理、化学和数学，后者是人对物的研究以及人类本身理性逻辑思维的总结，而人文社会科学属于人与人的学问，所以，法学一定有其国家民族的特点和传统文化的特点，所以，她认为应该有“中国法学”这样的称谓和实质内容。

下午  分组讨论

第一组  议题：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建设

张飞舟（西北政法大学）

由“绿党”立法思想看中国古代“环境法”的超前性：绿党的立法思想是：世界万物相互联系，人类社会内部不可分割。早在夏朝，一些史料表明当时也有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环境法”。中国古代“环境法”超前性主要体现为：1、最古老的环境法。2、当时最丰富的环境法。3、境界最为高远的环境法。

当代的环境立法思想比中国古代狭隘。因为当代立法是从保护人类的角度出发，而中国古代是基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哲学高度。

何柏生（西北政法大学）

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因素：无数学则无法形成形式合理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和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共同促进西方文化逻辑的形成。其中数学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近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逐渐数学化。正是由于数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使西方文化趋于程序化。

刘旺洪（南京师范大学）

我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法理学研究阶段

1、反思和批判。在法学界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进行反思和批评。

2、建构。法治理念的确立是中国15年来法制建设的成果。

3、多元发展，法理学体系的构建。这时期学术自由度增加。但是，价值中立对民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学术品格还未形成。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西方法学

西方法学流派林立，形成的因素是：

1、法律本身的复杂性。从不同角度研究法律就形成不同的流派。西方社会的开明状态可以让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法律。

2、价值观。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而不同的价值观会形成不同的流派。

3、个性的因素。学者个人渊博的知识是一个因素。

相对于西方法学，中国有无自己的研究方法？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都是西方的，而这是中国抛弃原有的话语系统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话语权的流失导致的后果，一是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离，二是意义世界的转移。

第三个问题：从西方法律思想看中国法学

西方法律思想史成为研究法学最主要的资源。任何否定西方法律思想对中国法学的影响都是无力的。

小组总结：本次讨论内容庞大。首先，“绿党”更多关注民生问题，而中国古代“环境法”从众生平等出发。在这点上，中国古代“环境法”比当代西方“绿党”的立法理念进步不少。其次，中国逻辑的合理性是否同样具有价值？不能一味地按西方逻辑来否定中国逻辑。再者，在对待马克思上，很多人都是利用马克思，把他当作幌子，所以回归马克思至关重要。最后我们既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也不能一味地满足于和谐社会的提法而忽视了现有的社会问题。

第二组  议题：西方法学家研究

程乃胜（南京审计学院）

是否有中国法学，要看以什么标准来评论。我们以中国的法律思想来构建中国的法律体系，就是中国法学。当代中国法学很像17世纪西方法学，正试图研究各种法学思想，探索法学发展道路。 

基督教拯救了西方文化，因而宪政文化才能传承下来。任何一个非基督教国家搞宪政都是困难的，但像中国这样的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样可以进行宪政建设。

罗文波（山东大学）

卢曼将系统论引入到诸多人文科学领域，用系统论的原理来阐述法律问题，卢曼认为法律不止解决纠纷，也制造纠纷，正如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卢曼把合法与不合法两分化了。

杨代雄（吉林大学）：

日本民法本来源于德国民法，中国先向日本学习，于是中国民法学和德国民法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德国民法呈现出体系化，抽象化的趋向。德国17、18世纪与当今中国法学情形相似。部门法学不可能取代西方法学，更不能取代法理学。

陈茜（湖南大学）

从灵魂的正义才能开发出城邦的正义，关注灵魂，人的存在不是一种肉体存在，而是一种灵魂存在，一种精神存在，法律与灵魂之间有密切关系。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关注灵魂问题，尤其是柏拉图。

讲到政体和灵魂的关系，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外在表现，我们往往引入了制度却否定了思想。想要成就一个理性城邦，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法律人，教育非常重要。中国法学教育存在流于普法化的弊病，不能培养出有灵魂的法律人，只有把正义融入到法律中，守望住正义才能守望住法律的灵魂。

温晓莉（湖南大学）

中国今天不是制度的腐败，而是一个结构的腐败。我们常把理想国与法律篇完全割裂，没有信仰是绝对没有法治的，今天的法学研究是非常外在的，没有内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向下走的，没有向上提升，没有灵魂的提升，只限于实践。我们必须反思传统哲学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清除这些影响，不是说回到马克思就回到真理了。

徐爱国（北京大学）

反思法学的问题，法学到底应该回到谁？温晓莉教授是从女性的视角来研究法学问题，而法学家大多是男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可能是男女法学家视角差异原因所在。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研究要关注法学方法。法学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怎么阅读西方法学思想家。（2）怎样表达出来。（3）法学家阅读世界往往是阅读西方世界，而忽略了东方世界。

第三组  议题：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研究

李瑜青（华东理工大学）

先对上午几位主题发言人的观点做出回应：

1、 中国法学是西方法学的中国版，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法学发展进入近代后受到实证法学的影响，却忘却了两个事实：一是判断法学有历史进步的问题；二是研究的主体是什么。

2、 关于回到马克思的问题。马克思是可解读的，但不可照搬。

3、 上午徐爱国教授讲到法学研究应有自己的灵魂。学术思想尤其重要。

其次，针对布莱克著作中的注重司法实践中法规与社会结构的问题，应当提倡对当代法律社会学著作进行对话性研究，着重分析布莱克的思想构造。理想的司法实践的类型是：工具型、机械型、回应型。

张平（同济大学）

1、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对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从政治刑法观向市民刑法观的转变。（2）从注重社会保护转向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并重的刑法机能观。（3）从刑法万能观转变为刑法谦抑主义的刑法作用观。

2、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走向和发展趋势：（1）轻刑化趋势进一步明显。比如用财产刑代替短期自由刑。（2）淡化立场观念，对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赞成与吸收将以实践需要为准，我们应“多研究些问题，少空谈些主义”。（3）放弃体系之争，转向务实立场。

刘惠荣（中国海洋大学）

法经济学并没有死去。实践中政府立法成本很低，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并对政府成本和收益作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缺乏立法成本观念。

郭义贵 （华中科技大学）

我提交的论文选择张维迎、邓峰二人合著的《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进行分析与评价。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著作者的学术背景、其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的方法、文字及其引用的相关资料，进而指出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具有深刻影响。
胡桥（浙江工商大学）

在当代中国，法学方法正处在牙牙学语阶段。通过比较法学方法和医学、工程学的不同路径，探讨其不成熟的根源：法典化不足，法官不独立等是外因，但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态度落后。学者应是法学方法茁壮成长的关键一环。
（注：以上观点根据现场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会议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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